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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

现代契合与观照

引 言

由于受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影响，中国

的经济史研究者认为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

制度，起源于欧洲国家。因此，对于经济

思想史的研究常常以西方的理论发展脉络

为基础，而忽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其

实，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入市场经济。赵冈

和陈钟毅（1986）认为从战国开始，中国

经济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当时，中国已

有私有产权制度，个人和家庭在市场中可

以独立作出选择。许多经济现象都是众人

最优选择所形成的均衡状态。由此可见，

中国的市场经济要早于欧洲国家， 对市场

经济的研究也早于欧洲，其中较具代表的

就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市场经济运行

的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书，全书共一百三十

篇，其中的经济思想散见于司马迁对历史

事件的评述中，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与

《平准书》等篇章中。《货殖列传》是司马

迁为春秋末到西汉时的著名“富商大贾”所

写传记。司马迁在为富商大贾作传时，对

当时工商业的发展，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

及如何看待求富，如何看待农、工、商业

之间的关系，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所应采

取的态度和政策原则等都做了具体分析，

因此，可以看作是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微

观部分。《平准书》着重记载了汉初至汉武

帝时期一百年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财政状

况、经济政策和货币制度的变化情况，尤

为详细地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盐铁、酒榷、均

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实行的原因、

过程，以及实行的后果，包括某些经济政

策实行后出现的弊端等，因此，可以看作

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宏观部分。

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史记》成

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时间，但其中所蕴含

的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比较，却有许

多异曲同工之处，对于今天我国市场经济

的发展，仍有指导作用，凸显了我国古人

的智慧。

《史记》中关于“理性人”与
“看不见的手”的思想

现代经济学的基石是“理性人”假设，

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便是建立在这一假设

基础之上。“理性人”假设最早由英国古典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亚当·斯密认

为人是理性的，要为自己打算，每个人都

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人们从事经济

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为动机。

但是，亚当·斯密并不是以批判的态度来

看待人的这种自利行为，相反，他认为每

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

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会增进整个社会的共

同利益。可见，理性人的存在是市场经济

的基础，人们只有在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

才能保证均衡价格的存在。正如茅于轼所

说：“人是自利的生物实在是人类社会的大

幸。由此，人类才有了最终的大同世界的

理想。如果人是利他的，则任何理想都不

可能建立起来”。

中国文化受儒家思想影响，强调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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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义，追求私利被看作是道德败坏的表现。

尽管人们实际行动中还是追求自身利益最

大化，但常常冠以其他理由。司马迁在《史

记》中抛开儒家思想的影响，站在客观的

立场，肯定了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合理性。

司马迁认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

攘攘，皆为利往”。即普天下之人的一切活

动无非都是在追求利益。同时，司马迁认

为追求利益是人的正当活动，提出“富者，

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的观点，认

为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有，不需要学

习。正是因为人们的求富思想，人们才会

乐于努力工作，获取想要的东西，实现“不

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就像水从高

处流下，日夜无休止一样，“岂非道之所符，

而自然之验邪？”。由此可见，司马迁已经

隐含地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大

家已经熟知的“看不见的手”原理。

司马迁在肯定人们的求富本性的同时，

对求富的手段也进行了评价：“本富为上，

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是指靠农业致

富，末富是指靠从事工商业而致富，奸富是

指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而致富。从中可以

看出司马迁已经意识到市场经济有可能使

人道德沦丧，在求富的过程中有可能损人

利己，所以提出“求富有正道，奸富不可

取”。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约束人的行为。

《史记》中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经济自由主义是指提倡市场机制，反

对人为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

西方的经济自由主义大约诞生于18 世纪，

是西方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政策主张。该

学派以亚当·斯密为代表，强调利用市场

的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人们

的经济行为，从而自发实现资源的最优配

置。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反对政府

干预经济，强调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

重要作用，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充当“守夜

人”的角色，即维护市场秩序。经济自由

主义自诞生以来对西方社会的经济管理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期间虽然受到了凯恩斯

主义国家干预思想的挑战，目前仍然是西

方国家的主流经济思想。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全国以来，建立了

专制集权的管理体制，因此，中国的古代

社会在绝大多时期奉行国家干预主义。但

是，在汉朝初年，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与

干涉主义相对立的观点。至西汉中期，这

两种观点的对立更为激烈。坚持经济干涉

政策的观点以桑弘羊为代表，坚持经济自

商业文化 Commercial  Culture

内容摘要：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

现在《史记》一书中。《史记》成书距

今已有 2000 多年时间，但其中所蕴含的

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比较，却有

许多异曲同工之处。基于此，本文以现

代经济学的视角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进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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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思想以董仲舒、司马迁为代表。

司马迁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体现在其

“善因”论中，司马迁认为政府管理经济

应“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

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谓“善

者因之”即认为最佳的经济政策应该是顺

其自然，让人民自己选择从事经济活动而

不加干预和强制；所谓“利导之”是指国

家利用经济利益对人民的经济活动进行引

导，即实行间接管理方式。所谓“教诲

之”，是指用封建的“礼”来教化人们从

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或者告诫人们不

宜从事某些方面的经济活动；而“整齐

之”，则是由国家通过法规、制度对经济

行为加以规范，体现了法治的思想；“与

之争”是指国家直接进行经济活动，以此

与私人工商业者竞争获利。在这五种政策

中，司马迁认为顺其自然是最好的政策。

“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

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即指

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靠虞人进山

开采、渔夫下水捕捉获得物品，靠工匠制

造取得器具，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这难

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

会集吗？根据人的求富本性，市场可以自

发地实现这些目标。司马迁反对与民争

利，提出：“贫富之道，莫之夺予”，即不

要剥夺人的求富权力。司马迁的经济自由

主义思想早于亚当·斯密1900 多年，即

使今天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仍有

重要指导意义。

《史记》中关于私有产权的思想

私有产权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

也是人们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基础。经

济学中对于私有产权理论的研究却是现

代的事情，主要与以科斯等人为代表所

发展起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新制度

经济学是一个宽泛的学科领域，产权经

济学是其分支学科之一。产权经济学主

要研究不同的产权制度安排对经济绩效

的影响，该理论对于转轨国家的制度设

计产生过较大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引入中国后，受到众多经

济理论研究者的关注，成为当时较有影

响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之一，其影响力一

直持续到今天。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

表人物科斯与诺思分别于 1 9 9 1 年和

1993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整个国家都属

于皇帝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此思想禁锢下，

当时的人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国

家可以以各种名义侵犯私有财产。司马

迁是中国最早关注私有产权遭到破坏对

经济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平准书》中，

司马迁针对汉武帝时期实施的改变钱法、

卖官爵和卖复徒法、官卖政策（由官卖盐

铁发展到平准法的确立）、缗钱令等一系

列政策导致的后果进行了描述，批判了

封建集权政府利用权力扼杀市场竞争的

活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其中司马迁对

缗钱令政策实施导致的恶果的描述反映

了其对私有产权的关注。缗钱令是汉武

帝时期颁布的税法，针对当时的商人和

手工业主所有的钱、物征税。其后随着形

势的发展，又扩大了征收范围，凡富豪家

及中产之家的财产，包括商品货物、车、

船、田宅、牲畜、及至奴婢等，均在征税

范围。但是，这种做法遭到了豪富巨商的

抵制，或以多报少，或匿而不报。因此，

汉武帝又推出告缗令，并任命杨可主持

告缗工作，鼓励大家揭发检举偷、漏税之

人，并对告缗者赏给查出财的之半。而杨

可掀起的告发隐匿缗钱的事遍及天下，

中等人家以上大约都被告发。由杜周加

以审理，很少有能反案的。所得没收老百

姓的钱物以亿计，奴婢上千万，田地大县

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产也与这些数字

相当。司马迁认为缗钱令与告缗令实施

的结果导致“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

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虽然政府

通过这种掠夺式的税收政策短期内攫取

了大量财富，但从长期看，由于人民通过

合法经营获得的财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

极易被政府掠夺，因此，人民不再有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的动力。从长远的角度来

看，势必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从而

影响国家收入的增加。

从产权制度设计对经济绩效影响的角

度看，司马迁指出官办商业的低效率。汉

武帝为增加国家收入，实施了官卖盐铁的

政策，即盐和铁的生产和销售由政府独家

垄断。司马迁借卜式之口指出官卖盐铁的

结果导致“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买

卖之”。即由官办企业生产出来的铁器质

量差、价格高，并且强行买卖。由此，可

以看出司马迁对官办商业的反感。

《史记》中的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是描述产业结构

演变一般规律的学说，表述为：随着经济

的发展，第一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

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次产业国民

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

一步发展，第三次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

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17 世纪，曾

被马克思誉为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

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发现：比起农业

来，工业的收入多；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

业多，即工业比农业、服务业比工业的附

加价值高。后来，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重

新对威廉·配第的观点进行深入研究，总

结出产业结构演进的的规律性结论，即

配第－克拉克定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并没有实现如配

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产业结构演进，

但是这并未妨碍古人对经济基本规律的

认识。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了与配第

观点十分相近的关于收入在不同行业分

配的观点。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提

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即司马迁认为，农

业的收入不如工业多，而工业的收入又

不如商业多。这一规律在市场经济高度

发达的社会不难被发现，但是在重农轻

商的中国古代社会发现这一规律则实属

不易。由此规律，可以推断出社会的产业

结构会按照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描述的

规律演进。但是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

并没有实现。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的

绝大多数时期奉行的是重本抑末政策，

其中，“本”即指农业，末即指工商业。该

政策认为重农必须抑商和禁末，以保证

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受此思想影响，商业的发展长期受到抑

制，阻碍了中国社会向资本主义制度的

转变。由此联想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

士在多年前提出的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的难题，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

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尽管目前对这

一问题有许多解答，但是中国古代的重

农轻商政策无疑是影响中国的技术进步

与向资本主义过度的重要原因。而司马

迁早于威廉·配第1800 年发现的这一规

律堪比配第－克拉克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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